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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苏丹公投是近年较为少见的成功分离案例，它是苏丹内战和

平谈判的结果，属于协议式的民主分离公投。 苏丹内战本来并不必然导致

分裂，但苏丹南北的殖民历史等特性，使得和平解决苏丹内战的道路极为

有限。 由于苏丹地理位置特殊，境内资源分布不均、南北文化差异过大等

内部原因，加上国际社会从中斡旋，公投解决南北争端成了一种可被尝试

的且能够被各方接受的选择。 然而，与外界的期待不同，南苏丹公投既有

积极影响，也有严重的消极作用。 南苏丹目前深陷内外交困的局面，究其

根源，这与全面和平协议本身的缺陷、过于相信分离与和平的因果关系、外
部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等因素均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反思南苏丹公投，本文

认为公投与分离都不是解决一个国家内部冲突的良方，而问题的本质在于

如何处理权力与资源的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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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公投制度及其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新挑战” （１５ＸＮＩ００５）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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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南北①是一种不对称、不协调、难解难分的关系。 历史上的苏丹北部与南

部，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直到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后，才被联系起来，但这也是南

北厄运的开始。 对于南部而言，它与北部的纠葛始终是其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

主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的南苏丹公投结束了苏丹南北长达 ２２ 年的混乱局面，但它们之

间的各种争议远未平息，例如南北之间因边界、领土、资源争夺的军事冲突仍时有发

生。 除此之外，南苏丹内部又衍生出一系列问题，部族纷争的症结成为南苏丹分离

建国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南苏丹公投并未从根本上化解南北苏丹的结

构性矛盾，同时分离也给南苏丹带来了不如预期甚至是适得其反的效果。 理解上述

困境出现的原因，需要我们厘清南苏丹公投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 苏丹南北特性及其对冲突化解的制约

苏丹内战断断续续历时半个世纪，尽管其间有过短暂的和平时期，但战争构成

双方关系的主要形态。 导致苏丹南北问题长期难解和南北关系战争化的主要原因

在于文化差异、历史积怨、南北矛盾和资源争夺。
（一） 文化差异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内核，文化基因决定公民乃至执政者的政策偏好和政治追

求。 英国殖民当局在苏丹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使得苏丹南北同时保持了各

自的独有文化，但这种彼此独有的文化也导致了后来统合在一起的苏丹显得十分脆

弱。 在众多文化因素中，宗教文化是苏丹南北之间最大的差异。 苏丹北部长期受到

埃及文化的浸染，形成了以阿拉伯人为主的伊斯兰社会，南方因地理环境上的区隔，
以及英国刻意的隔离政策，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较小。 据统计，２０１０ 年苏丹总人口

４，１００ 万，黑人 ５２％，阿拉伯人 ３９％，贝雅人 ６％，全国有 ７０％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逊尼派），且生活在北方，５％的人口信仰基督教，大多分布在南方和喀土穆，其余

２５％属于土著信仰。② 不难看出，尽管阿拉伯人属于少数，但全国大部分人口都信仰

伊斯兰教，使得阿拉伯人不但成为统治阶级，而且也掌握着伊斯兰教的主导权。 伊

斯兰教主要分布于北方，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主要分布于南方，加上自然和人

为因素的影响，南北双方很难在宗教文化上有所交流甚或融合。 人为地将宗教文化

等级化，演化出了南北不同的统治文化和抵抗文化。

·０５·

①

②

“苏丹南北”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亦简称为南方和北方，与此类似的还包括南部和北部，以及南方

人、北方人、南北双方、南北之间、南北矛盾、南北内战等，特指分裂前的苏丹内部的南北关系；从 ２００５ 年到分裂

后则演化成了苏丹（北苏丹）与南苏丹的关系，为了遵循习惯用法，笔者称之为“南、北苏丹”。 同时，在地理概

念之下的二者关系也衍生出了不同的政治概念，比如：在分裂前可区分为：中央政府与南方叛乱团体，中央政府

与南方政权或政府、南方自治政府（２００５－２０１１）等等；分裂后，即是苏丹政府与南苏丹政府。
“２０１０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 Ｂｏｏｋ：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２０１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ｉａ．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２０１０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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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存在多种宗教十分正常，宗教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冲突，只有当政治人

物将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时候，宗教之间的差异才会逐渐被放大，进而导致冲突。
“独立后的苏丹政权从一开始就被北方的阿拉伯人所垄断，他们往往把国家视为自

己的保护地，并试图将其政治、文化和宗教价值强加于整个国家。”①正是基于这样一

种意识形态，苏丹北部为建立纯正的伊斯兰国家而进行的伊斯兰化运动，成为南北

之间一切冲突的导火索。 虽然北方也曾与南方握手言和，给予过南方自治权利，但
这些执政者并非真正想要给予南方平等地位，而是一种政治权宜之计。 在许多人看

来，１９７３ 年《南方诸省自治法》的颁布是南北关系改善的一个重大标志，但它未曾得

到真正实行，因为，“在宗教政治化的社会里，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种族化’，将会在

本质上催生一种排外的种族主义”②。 这种排外主义往往体现在政治架构和公共政

策的各个层面，因为“当政治话语以宗教身份为前提时，正式的法律和宪法平等就没

有多大价值”③，也难以保障国家的和平与统一。
（二） 历史积怨

历史上的苏丹南部备受埃及和苏丹北部的奴役，惨痛的历史记忆驱使南方追寻

自主的发展道路。 苏丹独立之初，南方人就曾反对并入北方，提出了自治要求，但英

国殖民当局和北方政权置之不理，使得双方从建国伊始就围绕着“统一”与“自治”纠
缠不休。 南方寻求自治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长期冲突留下的伤痛的集体记忆使

南方人意识到新的国家政治结构无非是一个新的殖民政府取代旧的殖民政府；其
二，苏丹独立后，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发展也不平衡，而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又被历

史上的不公正所强化，促使南方人认为北方有意抑制南方；④其三，面对北方无视南

北差异，实现宗教同化政策所做出的反击。⑤ 北方诉诸战争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历
史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苏丹北部享有较高威望，以至于喀土穆的政治家在陷入

窘境时从中寻求支持，⑥这是北方不遗余力推行伊斯兰运动的现实考量；另一方面，
把实现南方伊斯兰化作为加强对全国统治的手段。⑦

历史上的集体记忆诱导南北双方在国家建构中走向了相反的轨道，如果中央政

府不能通过制度设计将这种集体记忆融入到新的国家文化里，那么这种历史记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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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ｏｎ Ｇｅｌｄｅｎｈｕｙｓ， “Ｄａｒｆｕｒ ａｎｄ Ｓｕｄ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３， ２００５，
ｐ． ４０．

Ａｌｉｓｏｎ Ｊ． Ａｙｅｒ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１０， ２０１２， ｐ． ２８０．

Ａｈｍｅｄ Ｔ． ｅｌ⁃Ｇａｉｌｉ，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ａｊ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 ５２０．

Ｓａｒａｈ Ｋｅｎｙｏｎ Ｌｉｓｃｈｅｒ， “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Ｗａｒ： Ｆｅａｒ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４， １９９９， ｐｐ． ３４６－３４７．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Ｂａｓｅｄａｕ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ｏ Ｋｏｏｓ， “Ｗｈｅｎ Ｄ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ｏｌ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６８，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 ７６０．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Ｊ． Ｓｈａｒｋｅｙ， “Ａｒａｂ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１０７， Ｎｏ． ４２６， ２００８， ｐ． ３９．

Ｓａｒａｈ Ｋｅｎｙｏｎ Ｌｉｓｃｈｅｒ，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Ｗａｒ： Ｆｅａｒ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 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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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永远印刻在南北政治人物的思维中，成为他们发动战争最深层次的缘由。 它将对

南北的和解产生制约：一是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斗争紧紧交织在一起，导致现实无

法摆脱历史因素的掣肘，进而限定南北关系始终穿梭和回荡在历史记忆的维度里，
这种单一维度致使问题的解决思路呈现单线条化。 二是负面或消极的历史记忆会

强化部族认同，淡化国家认同。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或建设中，假若国家认同不

能超越狭隘的部族认同，或者说将部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其都有可能摧残

国家的统一状态。 “身份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国家身份的不确定性，易导致社会内部

出现与排斥和边缘化有关的紧张局势。”①三是异质性的集体记忆，使得双方很难在

和平谈判中达成共识。 由集体记忆所刻画出的政治知识迫使政治代表以追求或维

护自我利益为己任，而在两极化的政治文化中，可供讨价还价的空间十分有限。
（三） 内部矛盾

内部矛盾是解决南北双方争端最大的现实阻力。 内部矛盾不仅包括南北之间

的内部矛盾，还包括北方和南方各自内部的矛盾。 南北矛盾居于主导地位，各自内

部矛盾的解决服从于南北矛盾的解决，但前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后者。 换句话

说，即便南北矛盾在某个时间得到化解，倘若各自内部矛盾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南北

矛盾的解决也是不稳定的。 南北矛盾主要有：一是价值观的矛盾，北方推崇伊斯兰

文化，目标是建立纯正的宗教国家，以真主至上和以《古兰经》作为最高法律；而南方

坚持的是泛非洲主义，希望建立世俗的民主、自由国家；二是自我定位的矛盾，即中

心与边缘的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南方抗击北方，其动力是南方人民遭受长期的经

济剥削和政治边缘化，体现在公共服务、就业机会被剥夺和区域发展严重滞后，包括

缺乏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②而北方则是努力维护其中央权威；三是相互

不信任的矛盾。 “南方并不期望从北方那里得到公平对待，北方人则认为南方会诉

诸反抗。”③不信任使得争端只能以各自为政的方式呈现，同时也加剧了二者在价值

观与自我定位上的冲突。
南北双方内部皆存在许许多多的部族，各部族之间由于利益、宗教、党派、资源

等纷争，其内部关系也错综复杂。 在北方，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８９ 年间，先后发生了 ８ 次重

要的政变或兵变，政权极为不稳。 南方的情况更为严峻，其所谓的团结完全依赖于

部族的个人领袖以及北方这个共同的敌人，内部各部族之间时常为了资源和权力的

分配而同室操戈。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南方内部的冲突就开始表面化，努尔族领袖马

沙尔（Ｒｉｅｋ Ｍａｃｈａｒ）就曾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军”（ＳＰＬＭ ／ ＳＰＬＡ，简称“苏人解”）
中出走，另立山头，后来在有关国家的劝说下，才“回心转意”。 ２００５ 年加朗（ Ｊｏｈｎ
Ｇａｒａｎｇ）意外去世后，南方基本上不再有统一或独立之争，而矛盾的焦点则转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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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Ｗｅｎｄｙ Ｉｓａａｃｓ⁃Ｍａｒｔ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 ２０１２， ｐ． １７１．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Ｏｍｅｊ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ｄｅｍｕｓ Ｍｉｎｄｅ， “ Ｔｈｅ ＳＰＬ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 ５３．

Ｓａｒａｈ Ｋｅｎｙｏｎ Ｌｉｓｃｈｅｒ，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Ｗａｒ： Ｆｅａｒ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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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Ｓａｌｖａ Ｋｉｉｒ）（丁卡族）和马沙尔（努尔族）之间的对抗。 总体来看，南北双方的

内部矛盾给了外部力量进行分化、离间的空隙，南方的内部矛盾比北方更为突出和

尖锐，这也使得后来南苏丹从苏丹分离后不久，南方内部又重新陷入到新的内战。
（四） 争夺资源控制权

苏丹资源和权力分布的一个基本情况是，南方拥有苏丹大部分的自然资源，而
北部由于受到埃及和英国的借重，一直掌握着国家权力，即资源与权力分布错位。
这种错位使得有权力而无资源的一方长期觊觎着无权力一方的资源和财富。① 随着

苏丹北部自然环境的恶化，阿拉伯人大量南迁，双方为争夺和保护资源而导致的冲

突愈发频繁。 石油的发现将南北内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石油是苏丹经济的主

要支柱，７０％石油储量在南方，但一半以上的收益归北方。”②因此，双方在开发石油

产业过程中围绕炼油设施和运输管道等问题争执不下，北部希望将其设置在北方城

市喀土穆和苏丹港，而南方则意图经过肯尼亚的蒙巴萨港转运。
北方之所以要将炼油设施和输油管修建在管辖范围内，一方面是想建构资源的

平衡，进而巩固权力地位和防止南方因资源优势而膨胀；另一方面是想借此使自身

利益最大化，通过炼油设施和输油管道，不仅可以监控南方的经济状况，而且还可以

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额外的暴利。 实际上，石油资源发现前后的政治格局是北方对

南方的压制有所收敛，南方获得相对自治，大致是一种平稳状态。 但随着石油开发

的推进，北方要取得石油开采的主导权，就必须打破这种平衡。 “石油收入使政府能

够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打击叛乱，使他们能够在将来的谈判中拒绝做出让步和妥协。
相对地，潜在的叛乱分子在面临权力相对不利的转变之前，就会去点燃冲突。”③随之

而来的是，北方撕毁《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对南方来说，争夺石

油资源成为武装集团进行政治动员的目标。④ 因此，他们既反对北方的政治、文化强

权，更反对北方的经济霸权。 资源的稀缺以及产油地与炼油厂的地域分离使得冲突

的化解路径不像破解权力冲突那样可以一蹴而就、立竿见影。 而过渡时期北方对南

方石油资源的攫取，以及无限度的抬高过境费用，不但增加了南方对北方霸权的反

感，而且也更坚定了南方脱离北方的决心。

二、 分离公投： 南北和平进程中的一次尝试

南北之间根深蒂固的种种差异，致使解决南北冲突的很多方案都难以两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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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ｎｓｏｕｒ Ｋｈａｌｉｄ，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３， ｐ． ３４４．

余建华：《南苏丹“独立”：投票易分家难》，载《文汇报》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第 ６ 版。
Ｃｕｒｔｉｓ 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Ｗｏｌｆｏｒｄ， “Ｏｉ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５９，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 ５１７．
Ｌｕｋｅ Ａ． Ｐａｔｅｙ， “Ｃｒｕｄｅ Ｄａｙｓ Ａｈｅａｄ？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１０９，

Ｎｏ． ４３７， ２０１０， ｐ．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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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自治或联邦制下的南北和解，均因横亘着宗教和资源分配的隔阂而宣告失败。
在此情况下，分离似乎就成为了化解南北矛盾的一种可能选项。

（一） 全面和平协议的签署历程

１９８５年，第二次苏丹内战因北方践踏《亚的斯亚贝巴协议》拉开序幕，进入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后，在国际力量特别是“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①（简称“伊加特”）的干涉

下，南北内战呈现出边打边谈判的状态。１９８８ 年，南方“苏人解”领导人加朗与北方领

导人米尔加尼（Ｅｌ⁃Ｍｉｒｇｈａｎｉ）在亚的斯亚贝巴会面并达成苏丹和平倡议，其内容包括

停火和召开全国宪法会议等共识，但该倡议并没有提到南方的“自决权”②。 １９９１
年，苏丹政府代表与从“苏人解”中出走的阿贾维尼（Ｌａｍ Ａｋｏｌ Ａｊａｗｉｎ）在德国法兰

克福进行了会面，会后双方签署了《法兰克福协议》。 该协议是喀土穆政府第一次承

认南方具有“自决权”，包括从苏丹分离的权利。 但由于阿贾维尼并不代表当时的南

方阵营，喀土穆的用意是借以分化“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北方的“民主

统一党”（ＤＵＰ）与“苏人解”在埃及开罗签署协议亦确定了南方拥有“自决权”。 同

年 ９ 月，“伊加特”在法兰克福协议和华盛顿声明的基础上，发布了一份宣言，其中有

以下内容：南苏丹人民通过公投的形式决定其未来地位的“自决”权利必须得到肯

定。 不过，“伊加特”宣言直到 １９９７ 年底才成为喀土穆与“苏人解”谈判的基础。③

事实上，谈判的进展并不顺利。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２ 年的“埃及—利比亚倡议”与“伊
加特”的立场明显不同，他们不认为南方“自决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对于埃及来说，
一个改革而又统一的苏丹才是其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④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７ 月，“伊
加特”就苏丹内战问题在肯尼亚马查科斯举行了新一轮和平谈判。 在这次会谈中，
各方就苏丹和平进程中的治理原则、过渡阶段的任务、政府架构以及南苏丹人民的

“自决权”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由此形成了《马查科斯协议》，该协议成为后来全面和

平协议的一部分。 虽然其后又出现了小插曲，但在 ２００４ 年间，南北双方共达成了 ７
项协议。 全面和平协议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９ 日签署，同时协议也开始执行。

（二） 分离公投： 和平协议的核心及实施

根据《全面和平协议》的规定，在六年过渡期结束之前，苏丹南部有通过公投的

形式选择是否留在苏丹的“自决权”。 直接与南苏丹公投相关的是 ２００２ 年的《马查

科斯协议》，但该协议只规定了关于公投的如下四大要点：一是苏丹南部人民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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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英文名称为“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 ＩＧＡＤ”。成立

于１９９６年，其前身是东非政府间抗旱发展组织，目前共有八个会员国，分别是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

特里亚、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和南苏丹。苏丹为创始会员国，南苏丹于２０１１年建国后加入该组织。
英文原文为“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直译为“自决权”。 许多外国学者乃至官方机构都将国际法

上的“自决权”与宪政意义上的“自决权”混用，后者其实是指民主制度安排下的自治。 但为尊重原作者，本文

仍采取直译办法。
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ｍａ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Ｒｏａｄ ｔ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８５－３８６．
Ｓｈａｒａｔｈ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ｉｎ Ｄｅｖｏｎ Ｃｕｒｔｉｓ ａｎｄ Ｇｗｉｎｙａｙｉ Ｄｚｉｎｅｓａ，

ｅｄｓ．，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ｔｈｅｎｓ：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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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其未来地位；二是六年过渡期结束时，由苏丹中央政府

和“苏人解”共同组织，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举行公投，以便让南苏丹人民通过投票

采纳“和平协议”所建立的政府体系来确认苏丹的统一，或者投票分离；三是在过渡

期间应设立一个独立的评估与评价委员会，以监测全面和平协议的执行情况。 该委

员会应对全面和平协议规定的统一安排进行中期评估；四是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单

方面撤销或废除全面和平协议。①

２００９ 年，国家立法部门依据苏丹共和国过渡宪法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南苏丹公

投法》，并由总统签署生效。 该法令对公投的具体事项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第
一，公投的法源是《全面和平协议》、《宪法》以及《南苏丹公投法》；第二，公投的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９ 日，公投的选项要能清晰表达南苏丹的统一或分离意向；第三，公投

的执行机构是由总统在任期内设立的南苏丹公投委员会，并在南方设立南苏丹公投

局，每个州在南苏丹公投局的建议下设立高等委员会负责本州的公投事宜；第四，规
定了选民资格、投票年龄及注册程序；第五，必须达到至少 ６０％的注册选民投票，如
果达不到这一门槛，公投应在最终结果公布六十日内在相同条件下重复举行。 任何

结果必须大于或等于 ５１％方为有效，且对南北苏丹的任何机构和个人均有拘束力；
第六，如果公投结果合法且有效，那么无论哪种结果，南北双方必须就相关问题进行

谈判，任何问题的解决须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之上。
南苏丹公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９ 日至 １５ 日举行，２ 月 ７ 日，南苏丹公投委员会在苏

丹首都宣布公投结果，最终分离派以 ９７．５８％的投票率、９８．８３％的得票率获得胜利，②

远远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要求。 当天，苏丹总统巴希尔也颁布了总统令，表示承认

和接受南苏丹公投的最终结果。
（三） 南苏丹公投性质的界定

南苏丹公投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和平落幕，使得南北问题能够以一种多方都予

以接受的方式解决，应该说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③ 然而，在一般的认知中，南苏

丹公投时常被误认为是带有独立意蕴的“自决”公投。 鉴于这样的误区，有必要界定

南苏丹公投的性质。
首先，南苏丹公投是分离性公投。 南苏丹公投的结果是南苏丹从苏丹共和国分

离，成立南苏丹共和国，其母国苏丹仍然作为国际法主体存在。 一方面，分离不同于

独立，独立具有特殊的语境，“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不依附其他任何政治实体，通常特

指包括殖民地在内的非自治领、托管地及其附属领土实现自主。”④ １９５６ 年，苏丹已

·５５·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ｃｈａｋｏ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ＧＡＤ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ｌｙ ２０，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ｕｎ．ｏｒｇ ／ ｓｕｄａｎ⁃ｍａｃｈａｋｏ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２００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ｄａ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ｄａ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７，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ｕｄａｎ２０１１．ｃｏｍ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南苏丹公投的积极意义包括：第一，以和平方式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苏丹南北内战，遏制了更大冲

突的爆发；第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非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势；第三，营造了和平的地区与国际政治环境。
消极意义则是可能间接给其他地区的分离主义提供某种示范作用，分离运动或会更加活跃。

王英津：《自决权理论与公民投票》，北京：九州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８３ 页。



非洲国家政治与社会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

经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苏丹或苏丹内部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独立的问题。
“这种权利的应用具有单次性，一旦殖民地获得独立，它就会开始尽最大努力极力捍

卫自身领土的完整。 没有任何再分离的权利与空隙。”①另一方面，独立与分离是两

个不同范畴的类别，独立存在于国际社会，受国际法的支承，而分离则发生在国内范

畴，受到国内法的规范。 其他主权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南苏丹的承认，是
对公投所引发的政治结果的追认，其之前的介入，并不依系于国际法和触及分离本

身，而是欲促成苏丹内战和平解决的政治行为。
其次，南苏丹公投是民主性公投。 民主性公投和自决性公投是公投的两种类

型，二者分别对应分离与独立这两个范畴。 “自决性公投指的是关于主权问题的民

众投票（例如第一次大战后国际联盟提出的解决边界争端的投票），而民主性公投是

关于批准某些问题的程序性投票。”②如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或同意，民主性公

投可以涉及主权事项。③ 南苏丹公投不是自决性公投，因为其已经与北苏丹一起行

使了原初的独立权，故而是民主性公投。 但无论如何，只要获得通过，二者都会创设

新的边界。 它们之间的不同包括：其一，自决性公投对应的是领土边界，民主性公投

对应的是行政边界，前者是独立实体的既有边界，后者是分离主体的占领边界，“分
离地区没有公认的边界，而是在反对母国的独立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结果”④；其二，
自决性公投创设领土边界时宗主国无权干涉，但民主性公投则需要母国的最终许

可；其三，自决性公投所创设的领土边界不改变宗主国的固有边界，民主性公投则会

改变母国的既有边界，换言之，前者的主权仍然完整，后者的主权将被分解。
最后，南苏丹公投是协议式公投。 单方面分离公投很难获得其母国和国际社会

的承认，因为“领土分离不仅仅是一个物理过程，也是一个法律过程”⑤。 南苏丹公投

所根据的是 ２００２ 年中央政府与南方的“苏人解”所达成的《马查科斯协议》，其受到

宪法保护。 苏丹南部不进行单方面公投的主要原因是南北实力相差悬殊，北方有相

对优势对南方进行反制。 单方面公投给南苏丹带来的后果可能得不偿失，加上国际

社会普遍不接受单方面分离公投，迫使苏丹南部唯有与中央政府长期混战，最终在

国际社会的干预下，达成了有关公投的协议。 这既是南苏丹公投的基础，也是其

保障。
（四） 南苏丹公投的特征

南苏丹公投与世界上其他分离地区的公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其又有自身的特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ｒｃ Ｗｅｌｌｅｒ， “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１， ２００９， ｐ． １１３．

Ｍｉｃｈｅｌ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ａｓ Ｓａｊｏ，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ｐ． ５０１－５０２．

王英津：《自决权理论与公民投票》，第 ２４５－２４６ 页。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９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 １２５．
Ｇｌｅ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Ｎｏｎ⁃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Ｂｒｏｏｋｌｙ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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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协议式、民主性的分离公投，不同点在于诸如苏格兰公投

是咨询性公投，而南苏丹公投则具有直接拘束力。 其不仅体现在“２００５ 年的国家过

渡宪法承认将和平协议融入到国家法律的总体框架和具体层面中去”①，而且还体现

在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公投符合法定程序，其结果对南北双方都产生拘束力。 除此之

外，南苏丹公投还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南苏丹公投发生在最不发达、文化水平极为低下的国家，没有足够的政治

知识和素养，公投很大程度上被部族利益左右，公投的副作用比较突出。 例如南北

之间仍有零星武装冲突，苏丹和南苏丹各自也都陷入内部战乱的困局中。 南苏丹公

投是非常态的协议式公投，即民主性公投。 按理说，民主性公投应该发生在那些民

主制度比较健全、民主意识比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这样才能实现民主性公投的最

优解。 可是，南苏丹公投因缺乏必备的民主基因和条件，使得由民主性公投所导致

的分离，时常伴随着激烈的冲突与对抗。
第二，南苏丹公投在本质上是国家内部事务，但国际社会对南苏丹公投的施压

随处可见，某种程度上是将内部问题国际化了。 实际上，国际社会对南北矛盾的介

入并没有改变南苏丹公投的性质，这需要我们厘清国际社会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条

件，介入条件决定着介入的正当与否。 一般来说，国际法自决权的行使，需要有国际

社会作为合理的外在保障，而宪政意义上的“自决权”的行使，则没有明确规定。 如

果“分离权”是救济性的，或者因某些分离主义所引发的后果或影响（如难民问题）溢
出到其他国家，进而给其他国家带来治理难题，那么国际社会介入就是正当的，但不

改变其属性。 当然，国际社会的介入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一是外力大于内力，致使

南北苏丹关系难以步入正轨，其可能需要国际社会的长期介入；二是或许会给其他

谋求分离的独立运动提供似是而非的口实。
第三，苏丹南部的分离主义与一般分离主义在诉求和体量上也存在不同。 苏丹

南部的分离主义并非从一开始就强调独立，其诉求经历了一个由自治走向分离的演

进过程，演进的推力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对待南方诉求的态度和立场及其推行的政

策；苏丹南部的体量与苏丹北部大致相当，体量的相似性似乎更有助于在协商谈判

中争取到有利的位置，增加利益或增强分离的可能性；而一般的分离主义的体量和

规模都比较小，要么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省份，要么是边陲地区，且从一开始就强调分

离主张。

三、 南苏丹分离公投的反思

南苏丹公投是近年来少有的成功分离案例，但它不能当作范例被其他分离主义

所仿效。 对于防止和应对分离主义的国家而言，汲取南苏丹公投及其和平分离的经

·７５·

① Ｓｃｏｔｔ Ｐ． Ｓｈｅｅｒａ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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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训十分必要。
（一） 协议的缺陷制约了苏丹内部关系的改善

从《全面和平协议》的签署到南苏丹分离后的今天，批评者的声音开始渐渐增

多，有学者指出“和平协议不仅使其他几个政治和军事集团反对派边缘化，而且也未

能解决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与公民身份、边界划分和阿卜耶伊地位有关的问

题。”①也有学者认为，“困扰南北苏丹冲突后的许多和平建设努力的挑战，首先应归

因于和平谈判的初始阶段”。② 这就不得不反思全面和平协议在谈判与执行过程中

的不足：
南苏丹公投存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缺陷，使得各方矛盾不减反增。 其一，对

谈判主体的简单化。 将谈判主体窄化，无视其他反对派的存在，会衍生出更多的新

问题。 公投谈判主体的包容性差，造成全面和平协议的接受度和执行力大打折扣。
其二，公投对相关议题的简化，尤其是对苏丹战争中北方与南方、阿拉伯与非洲、穆
斯林与基督徒冲突进行三重简化，掩盖了北方在建设公民政治体制方面的和平努

力。③ 另一方面，周边国家和区域组织参与谈判，参与者的多元化致使谈判及内容走

向了碎片化，大大降低了凝聚力以及对复杂问题解决的期望。 更重要的是，这些国

外参与者“没有认识到南北冲突的根源，也没有认识到当地的现实，其介入加剧了过

去的分裂，有时甚至还给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④

追根究底，多重原因导致了上述两大问题的出现。 第一，和平谈判目标的狭隘

性。 和平谈判的初衷以及最主要的目的是结束苏丹内战，其他冲突并不在此次和平

谈判的考虑范围。 第二，减少谈判阻力的需要。 如果把所有内部问题都纳入进来，
恐会给此次和平谈判造成压力负荷和增添变数，况且谈判者越多，问题就越复杂，共
识也就越难达成。 第三，巩固南北双方既有政治权力的需要。 对于谈判者来说，和
平协议的本质目的是要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谈判者越少，竞争对手就越少，那么权

力也就越大。 第四，外国和国际组织的参与，主要基于谈判主体背后的支持者和苏

丹的资源以及特殊而又重要的地理位置。 《全面和平协议》并非完美无缺，也非万

能，任何国内冲突的解决都不宜完全寄托在协议本身，也不能期冀于国外力量的主

导，而是应该从内部寻找更多和平解决争端的动力和机制。
（二） 分离公投后南苏丹出现了更多政治问题

２０１１ 年南北分离后，不仅南北之间硝烟再起，而且南苏丹内部还陷入到冲突恶

性循坏的境地。 原因在于南苏丹和国际社会牵强地把内战与公投勾连在一起。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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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公投与内战并不必然相关，由战争导致的公投案例在全世界仅有 １３％，”①迷

信公投能解决一切问题本来就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 更严重的是，南苏丹领导人并

不是把公投作为南苏丹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而是将公投作为从苏丹独立的一

种手段或合法的程序，对苏丹南部许多领导人来说，分离似乎只不过是拥有像北方

一样掠夺国家的一个机会。 因此，在政府中任职就成了利用公共权力为派系和个人

利益攫取国家资源的代名词。② 领导人对公投的错误定位是造成南苏丹内部动乱的

一个重要根源。
南苏丹公投纵然不是造成南苏丹内乱的根本原因，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南苏

丹内部局势的走向。 南苏丹公投无形之中派生了以下难题：第一，建构国家身份与

国家认同的问题。 “南苏丹的分离并非沿着单一的族群分裂进行，而是继续维持了

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实体。”③ “苏人解” 内部如今被分裂成抵抗派

（ＳＰＬＭ⁃ＩＯ）、政府派（ＳＰＬＭ⁃ＩＧ）以及民主变革派（ＳＰＬＭ⁃ＤＣ），三个派系分别与不同

的部族嵌套在一起。 第二，国家政治制度建构问题。 南苏丹独立后，并没有延续过

渡时期实行的分权制度，而是改行加强个人权力和中央权威的总统制，过度的集权

造成了少数群体备受压制和边缘化。 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进行制约与平衡，南苏丹内

部的权力之争恐难平息。 第三，缺少成熟的国家机器和行政体制，国家治理绩效低

下。 虽然过渡时期南苏丹已在着手建立新国家的相关职能部门，但由于经济落后、
文化水平低下等原因，这些机构即便是设置起来，也实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些观

察家认为，南苏丹将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④

由此可知，分离公投与国家建构或国家建设没有必然联系。 公投本身不宜被简

单化或标签化，但公投更容易将事情本身简单化或标签化，带来的后果是使原本较

为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消极地说，公投的意义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制造了

更多的问题。
（三） 分离成功并非意味着分离主义具有正当性

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坚持领土完整原则的背景下，分离主义对每个主权国家来

说都是一种威胁，而南苏丹公投似乎混淆了分离主义的某些性质，因为一些国家或

国际组织经常打着人权的旗号，对分离主义进行有形或无形的支持。 其最大的影响

是它或许会激发或鼓励分离主义的某些诉求。 全面和平协议不仅给予了南苏丹一

贯的联邦制、自治等主张，还打破现状，承认了公投“自决权”，这可能给其他分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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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地区造成一种“以拖待变”的幻想。 南苏丹分离或许仍然是一个例外而非先例，但
南苏丹斗争的一些特点使得整个非洲大陆的其他“自决”运动产生了共鸣，尽管在规

模和强度上朱巴的情况都是非常特殊的，①分离公投还有可能持续发酵。 南苏丹分

离看似打破了国际社会对分离主义的沉默态度，但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并没有改变

对分离主义的定性。
南苏丹分离的根源是内部冲突，但真正引发南苏丹分离的则是大国和国际组织

的干预。 “如果没有来自区域的或全球的外部支持，“苏人解”不可能对喀土穆政权

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②南苏丹反击北苏丹的文化灭绝和资源压榨政策有一定的合

理性。 “文化保护或许是一件好事，但其不应成为分裂的理由；同样，一个地区的经

济差异也不应成为分离的正当理由。”③从某种程度上说，分离主义对主权国家的真

正威胁不是来自于内部斗争，而是来自于外部干涉，外国干涉是分离主义方兴未艾

的罪魁祸首。 美国、英国以及“伊加特”与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形影不离就是例证。
大国和国际组织的介入是基于一种化解南北冲突的共同利益或目的，因而有国际力

量参与其中的南北苏丹和平谈判及其和平协议，对化解二者之间的冲突有所助益，
但必须厘清和平谈判的一个关键点，即和平谈判不等于和平分裂。 南苏丹分离主义

之所以会取得成功，要害就在于从谈判一开始喀土穆政权就承认南苏丹分离公投的

权利，这使得整个和平谈判异化成了分离公投的嫁妆。 也就是说，一旦将公投作为

和平谈判的基础而不是议题，其不仅让整个和平谈判流于形式，而且也架空了和平

协议的其他内容。
（四） 公投对实现苏丹内部和解的意义有限

借由《全面和平协议》及其公投所勾勒的和平图景是残缺不全的，南苏丹仍旧挣
扎在战乱的梦魇之中。 以今天的视角回顾南苏丹公投，南苏丹问题的实质不在于

《全面和平协议》及其公投的谈判与实施，而在于南苏丹问题本身，问题本身不解决，
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也很难获得通往和平的灵丹妙药。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安全困

境的存在使得交替的、和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起作用”④。 在西方民主理论的鼓吹

下，公投似乎成为了分离主义谋求独立的重要方式。 但“分离主义‘自决权’受制于

资格”⑤，不是任何社会或冲突都适用于公投，这种资格在于它是否可以真正解决问

题以及能否为矛盾双方带来持久的和平。 如果不能，那么分离公投对冲突的化解似

乎就会于事无补。 更重要的是，“永久的国内和平不是得益于把‘真正的’民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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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同的国家。”①简而言之，公投与分离有着直接关系，但分离与和平未必也有着直

接关系，能否带来和平并不完全依系于公投。 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并没有看清苏丹

内战以及分离公投的根本，而误植民主的方式使得原本的问题雪上加霜。
南苏丹公投虽已结束，但和平的曙光还遥遥无期。 平心而论，《全面和平协议》

给了苏丹以及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某种期待，可它并不是目的，而是寻找解决人民不

满和探求自身意愿意义所在的持续过程的开始。② 然而，苏丹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往

往忽略了过渡时期应该努力通过各种措施黏合南北伤痕的问题，似乎整整六年时间

都在为 ２０１１ 年的分离公投作铺陈。 毋须赘述，公投并未一如所期的成为战争与和平

的分水岭，而只是将南北争端从国内层面上升到了国际层面。 客观地说，纵使许多

争议性问题比如边界划分、阿卜耶伊领土归属、石油过境费用以及叛军问题等仍悬

而未决，但南苏丹公投还是给南北关系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和平。 可问题是，由于受

到冲突的拖累，社会日益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一旦和平终于实现，国家领导人往往缺

乏以和平和非军事的方式来治理一个破裂的国家所需的必要技能和经验。③ 这样的

情势下，领导人常常又会依靠建立在部族、宗派基础之上的军事统治模式，使得原有

的局面并未因为分离而有所改善，甚至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这样，在外部失和、内部

失序的情况下，南苏丹难以快速实现国家发展。

四、 结　 　 语

随着民主政治以及个人或集体权利的发展，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愈加凸显，许多

分离地区直接诉诸公投的案例越来越多。 南苏丹公投是近来年唯一成功的分离公

投，即便如此，分离后的南苏丹也仍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仅军阀混战，社会更是

民不聊生。 战乱和贫困更为严重的现实让人不得不反思，公投能否彻底解决分离主

义问题。 虽然民族分离主义问题因历史、资源、文化、部族、宗教等而形态各异，但根

据世界各国的实践教训，可以得知公投既不是解决分离问题的最佳方式也不是唯一

办法。 分离主义问题说到底是权力与资源的分配问题，而政治学理论中的协商民主

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路径。 解决分离主义问题不但需要摒弃“唯公投论”，而
且需要挖掘其他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有益经验。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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